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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们的“古欢”正在消失

慷慨周到的“碑痴”

文汇报： 您看了那么多的

黄易和他各方朋友们的书信 ，

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薛龙春： 虽说黄易居官不

达， 也不是乾嘉时期第一流学

者， 但他在当时的金石圈中有

很高的地位， 钱泳在列举当日

最有名的金石学家之后， 指出

他们的种种不足，唯有黄易“使

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

结纳。到了晚清，黄易仍与翁方

纲并称 “翁黄 ”，可知他的历史

地位也相当稳固。 吴大澂一直

以黄易为目标， 屡屡临仿黄易

的访碑图。 吴湖帆收藏金石拓

本， 在装潢风格上也颇受黄易

的启发。 可以说黄易大大拓展

了金石学的内涵。

黄易出身幕僚， 行事极为

周到， 家乡杭州的友人到济宁

打秋风的， 他常常也赠以数十

两银子。 对于友人学术研究所

需要的资料，他极力提供，或为

之征集，如桂馥编《缪篆分韵》，

黄易为搜集印章；翁树培著《泉

志 》，黄易不仅提供拓片 ，还主

动向袁枚等人征集。 至于翁方

纲，研究中资料有所不足，必求

诸小松。 黄易与乾嘉金石圈的

交往， 金石拓片是最重要的纽

带 。 对于金石 ， 黄易称得上

“痴”， 在一封写给友人赵魏的

信中， 他声称为种种金石传闻

扰乱心曲， 而自从去年听闻永

平城楼有二漏壶极古， 疑有款

识， 然百计求之， 最终竟无一

字 ， “若是之类极多 ， 真孽障

也！ ”友人钱大昕、魏成宪、何道

生等人直以“碑痴”称呼黄易。

黄易为乾嘉金石学研究提

供了大量精拓本， 在与金石学

人的交往中， 他也有意识地型

塑个人的形象， 这个形象一方

面系于他的收藏的知名度 ，如

《祀三公山碑》《熹平石经残字》

《汉魏五碑 》《武梁祠画像及题

字》等，另一方面，他的资源、他

的声望也系乎“访碑第一人”的

形象。黄易不仅富于收藏，社交

也极为广阔， 在藏品经典化方

面颇有策略，因此，黄易及其朋

友圈是一个观察乾嘉金石学成

长环境极好的对象。 《古欢》不

是一本研究金石学具体学问的

书。 我认为支撑金石学研究的

根本，是古物的发现、拓片的制

作（搜集）、流通与传播。在形成

成熟的市场以前， 这些是如何

操作的？ 这是本书的研究旨趣

所在。

文汇报： 您认为黄易对金

石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这些

精拓本吗？

薛龙春： 乾嘉金石学的发

达，当然有一些体制性的因素，

如 1767 年开三通馆，特别要求

“六书、金石、草木 、虫鱼等略 ，

又宜博采旁搜”，地方上对于金

石遗刻开始重视起来。 1770 年

代以后，毕沅、王昶、朱筠、翁方

纲、 阮元等人的学幕也大规模

在作宦地搜碑， 这些都促进了

金石尤其是碑刻的发现、 拓本

制作与传播，在经过编目、整理

之后， 这些资料都以书籍的形

式进入公共领域，如《粤东金石

志 》《安徽金石志 》 《关中金石

记 》《中州金石记 》 《山左金石

志》《两浙金石志》，就是直接的

成果。但是金石毕竟不是书画，

即使是学幕在一地大搜碑刻 ，

也需要地方官员、 金石学者以

及收藏家的合作，更不用说，一

些边远地区的碑刻必待当地人

或游历者前往椎拓。 还有一些

旧拓本在收藏家之间流传 ，这

些都不是学幕的工作可以涵盖

的。 因此，像黄易这样的个体，

其贡献不容小觑。

精拓本的难得， 一方面是

因为拓碑总是层层委托， 另一

方面在大规模的椎拓中，拓工、

拓法都难以保证。在 1770 年代

黄易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 ，赵

魏曾指点他如何椎拓， 包括材

料与工艺 ， 如赵在信中曾说 ：

“搨碑纸须白而薄， 墨宜淡，毡

绵软物，如妇人粉扑状。 ”这种

淡拓手法最宜用于表面剥蚀崎

岖的碑刻， 我们可以看到乾嘉

学人如翁方纲、 潘有为等对于

淡拓的迷恋。 到济宁当了运河

的官员之后， 黄易开始有了自

己专门的打碑人， 他甚至曾延

请拓《秋碧堂帖》的拓工为他重

新椎拓 《祀三公山碑》《白石神

君碑》等。精拓本对于学术研究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武梁祠画

像榜题研究的推进， 与黄易提

供的拓本就有极大的关系。

不过， 所谓的黄易精拓本

并非出于黄易手拓， 而是由他

监拓， 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

套 《武梁祠画像题字 》，就是黄

易监拓本。 在《嵩洛访碑日记》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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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石学家黄易 （1744—1802）， 人称

“司马小松”，在书法、篆刻和绘画上多有成就。

他访碑、拓碑，在山东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

建武梁祠。 他虽为官不达，但身处“金石亦时

尚”的潮流正中，与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

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及

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和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

形成了一个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共同体。

白谦慎曾评价说， 海外学者对拓片的关

注，更多是出于西方知识界对复制手段，对古

董主义和文化遗产的关注。 19 世纪末，随着石

印技术、照相术、珂罗版印刷术的相继发明，人

们开始反思“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而黄

易和清代金石学正好处在了近年来西方几个

学术议题的交汇点。但在受到“问题导向”的引

领之前，黄易与金石学的研究还有很多基础性

的工作要做。 得近年古籍数字化推动之力，对

稿本文献尤其是信札一直有着浓

厚兴趣的薛龙春搜集、考证了黄易

友朋约 200 余人 650 余札 ，完成 《黄

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 为此而写的长序

《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单独成书。 他希

望他的“快手”能让这些材料更早被学界利用，

并且相信：“如果做成辑考，其价值绝不在陈智

超先生 2001 年出版的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

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

释》之下，那本书曾经对晚明艺术史的研究产

生深远的影响。 ”

薛龙春近日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在

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谈论黄易与他的朋友圈、

还原金石学的生态样貌之外，他更表达了对现

代学术体制下，广泛的“学术中间阶层”消失的

担忧———在达成专业高效的同时，学界中人失

去了黄易，也失去了“乐之者”应有的“欢”。

《古欢：黄易与乾嘉

金石时尚》（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9）

黄易与他的《得碑十二图》

之“三公山移碑图”


